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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微观视角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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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代表性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1998—2016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

总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不同变化趋势的微观基础。分析发

现:(1)增加值再分配至劳动收入份额分布的底端造成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2)再分配效应主要由市场份额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企业驱动;(3)国
有企业显著贡献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本文的分析从微观企业动态变化的视

角增进了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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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比例,在20世

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
这一现象违反了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的“卡尔多事实”(Kaldor,1961),即劳动收入份额在

长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更重要的是,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会恶化收入分配,造成收入

和财富分布的不平等(Piketty,2015)。然而,以2008年为转折点,中国宏观劳动报酬份额

又呈现出由降转升的趋势(刘亚琳等,2018)。深入地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微观机制是完

善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前提和理论基础,且对于改善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共同富裕也

具有潜在的政策寓意。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宏观视角、具体政策制度或企业行为等单一维度对中国劳动收入

份额变化进行解释。本文从微观视角分析企业整体的动态变化对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

动收入份额和要素再分配的影响,一方面为宏观视角的分析提供了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弥

补了单一视角分析不全面的不足,且我们的分析在结构因素、政策和经济冲击等方面得出

与现有研究一致的结论。参考OlleyandPakes(1996)和KehrigandVincent(2021)的方

法,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提出导致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共同趋势效

应和结构效应。结构效应被进一步分解为三种情境:“大玩家”(bigplayer)、“超级明星”
(superstar)和“明日之星”(risingstar)效应。随后我们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全国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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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对理论部分的预测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有关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三个重要微观基础。第

一,1998—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表现出与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

具有明显差异的变化趋势。基于企业分布和结构变化角度,所有处于劳动收入份额分布

上的企业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均降低(共同趋势效应,commontrendeffects)部分解释了

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绝大部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由增加值再分配到低劳

动收入份额企业(结构效应,compositioneffects)造成的。这一发现与Autoretal.(2020)、Ke-
hrigandVincent(2021)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① 使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本文依旧发现结

构效应是2008—2016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导因素。
第二,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且市场份额上升的企业造成了结构效应。1998—2007

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不是由于初始市场份额(增加值占同行业 年

份企业总增加值比例)高的企业系统性降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所引致(“大玩家”情境),也
不是由于初始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低的企业扩张市场份额所引致(“超级明星”情境),而是

由逐渐降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也逐步占据更大市场份额的企业所带来的再分配

效应(“明日之星”情境)驱动。针对2008年之后时期的分析结果表明,企业个体劳动收入

份额 市场份额联合变化的微观机制是持续存在且适用于不同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的。
第三,国有企业显著贡献了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1998—2007年间,国

有和私营部门均表现出加总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差异性的变化。进一步的量化分析结果

显示:国有企业解释了超过80%的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且国有部门“明日之星”
企业是主要推动力量。

本文对理解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文以新的

视角和影响机制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现有文献主要从宏观国民

要素收入分配(罗长远和张军,2009a;张军等,2022;柏培文和王亚文,2023)、具体政策制

度或者企业行为(贾珅和申广军,2016;柏培文和杨志才2019;汪昊,2023;钱雪松和石鑫,

2024)等维度研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鲜有研究从行业内企业间维度进行分析(陈鸣,

2023)。本文基于微观企业动态变化视角探究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一方面为宏

观视角的分析提供了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弥补了单一维度分析无法全面刻画劳动收入份

额变化规律的不足。
其次,本文的研究增进了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新趋势的理解,对中国当前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现实参考意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展现出逐渐

上升的新特征(刘亚琳等,2018、2022),但研究该阶段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因素的文献相

对较少,且主要使用宏观面板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具有全国

代表性的税收调查数据,本文补充和丰富了研究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新趋势

的文献。
最后,我们突出了国有企业在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中的重要地位,并强调国有企业

改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劳动收入份额和国有企业改革均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

① 在中国,虽然结构效应对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起主导作用,但共同趋势效应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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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初步探究了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这对评估

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体效果,优化改革方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文 献 综 述

基于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卡尔多事实”认为要素收入分配在长期是稳定的(Kal-
dor,1961),该概念构建了宏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然而,对美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出现持续

的下降(Gollin,2002)。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李稻葵等(2009)也发现中国宏观劳动份

额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下降。随后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

度、变化规律,并从宏微观层面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进行了解释。

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第一支文献强调有偏技术进步对劳动

收入份额的影响,例如信息技术进步(KarabarbounisandNeiman,2014)、机器人和自动化

技术 等 (AcemogluandRestrepo,2018、2020;AutorandSalomons,2018;Bergholt
etal.,2022)。现有研究也发现有偏技术进步对不同时期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动态产生

了显著影响。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发现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提升了中国1985—1995
年的宏观劳动报酬占比。黄先海和徐圣(2009)发现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1990—2006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最主要因素。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张军等

(2022)进一步验证了偏向型技术进步冲击是2000—2017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U形变化

的主要原因。整体而言,生产技术进步一方面可能带来企业劳动 资本投入调整,从而降

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正向的技术冲击为企业带来潜在的市场空间与加价能

力,从而扩大其市场规模。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的负向动态变化会造成部门加

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与本文第三部分的理论和第五部分的实证结果一致。

第二支文献将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视为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国际贸

易显著改变了美国(Elsbyetal.,2013;Guvenenetal.,2022)、法国(Panon,2022)、芬兰

(BöckermanandMaliranta,2012)和印度(AhsanandMitra,2014)等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也对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产生了较大影响。邵敏和黄玖立(2010)、蒋为和黄玖立(2014)

分别从外资和国际生产分割视角解释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基于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张杰等(2012)发现出口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使用相同的微观

数据,余淼杰和梁中华(2014)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

份额,而Kamaletal.(2019)则发现关税下降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

额。这些研究显示,通过冲击需求与革新技术,经济全球化正在驱使企业调整生产行为。
在此背景下,企业的要素分配方式可能与这些调整行为发生了复杂的联动,进而影响了加

总劳动收入份额。我们的实证结果也显示,加入WTO加速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

与本文相关的第三支文献主要研究了市场制度和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如产

品和劳动市场管制放松(BlanchardandGiavazzi,2003;Ciminellietal.,2022)、企业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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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杜鹏程等,2021;Lietal.,2021;KaymakandSchott,2023)等。其他有关中国劳动

收入份额的研究主要从经济转型期寻找制度和结构上的解释。从宏观要素分配视角,李
稻葵等(2009)强调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摩擦性工资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罗长远和张

军(2009b)、周明海等(2010)指出民营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效应。使用微观企业数据,
白重恩等(2008)认为产品市场垄断和国有部门改制是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

主要影响因素,这与本文分析得出的国有企业改革加速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

结论一致。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缺陷可能造成企业形成买方垄断势力,从而使企业有更低

的劳动投入成本和更高的加价能力,进一步系统性地降低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
最近的一支文献强调市场集中度和企业加成率的重要性。Autoretal.(2020)将美国

制造业部门及其他非农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归因于“超级明星”企业的兴起:随着技

术进步与经济全球化,产品市场份额逐渐集中于少数高加成率、低劳动收入份额的“超级

明星”企业,从而造成行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与之不同,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
“超级明星”企业并不是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DeLoeckeretal.
(2020)对美国上市公司及制造业企业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加成率分布顶端的企业的加成

率进一步大幅上升主导了总体加成率的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市场份额也逐渐从低加成

率企业再分配至高加成率企业。高加成率企业市场势力的提升可以解释美国近些年劳动

和资本份额的下降。他们的结论与本文“明日之星”企业的理论预测和实证结果一致:更
高的加成率通常意味着更低的劳动收入份额,高加成率企业的加成率与市场份额同步增

加,意味着企业的个体劳动份额下降、市场份额上升(“明日之星”企业),从而造成了加总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陆雪琴和田磊(2020)基于中国的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分化效应,即低

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的规模扩张造成了制造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该研究不同,本
文额外提出了两种新的机制。与本文最相关的文献是KehrigandVincent(2021)。通过

分析美国制造业部门企业,他们发现只有结构效应导致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我们

的研究结果虽然表明结构效应主导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但是共同趋

势效应也起到一定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验证了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 市场份额微观

机制适用于不同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特征,并量化了“明日之星”企业的影响效应。同时,结
合中国特有的经济特征,我们拓展分析了国有企业对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框架虽然与KehrigandVincent(2021)一致,但是我们的发现揭示了中国制造

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微观基础,这对于从微观企业动态层面深入理解中国宏观劳动收

入份额变化的原因与机制至关重要。

三、理 论 框 架

为了分析中国宏观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背后的微观机制,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理

论框架。考虑一个t时期的企业i。假设该企业以工资W 雇用L 个工人,产出VA 的增加

值,则该企业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为:

λit=
WitLit

VAi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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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企业的劳动成本和增加值分别加总后再相除,我们可以得到加总劳动收入

份额:

λt=
WtLt

VAt
=
Σi(WitLit)
ΣiVAit

=Σi
VAit

ΣiVAit

WitLit

VAit

æ

è
ç

ö

ø
÷=Σi(ωitλit), (2)

加总劳动收入份额λt 是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λit 的一个加权平均,权重为该企业的增加

值占所有企业增加值的比重ωit 。我们将权重定义为企业i在t时期的市场份额。

参考OlleyandPakes(1996)的分解方法和KehrigandVincent(2021)的研究框架,我

们进一步将以市场份额为权重的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分解成两部分:

λt=λit+Σ[(ωit-ωit)(λit-λit)]=λit+NtCov(ωit,λit), (3)

其中,Nt 表示t时期的企业总数。等式(3)右边第一部分λit 表示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简

单平均,第二部分NtCov(ωit,λit)表示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和市场份额的联合分布。

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可表示为:

Δλt= Δλit   
共同趋势效应

+ΔNtCov(ωit,λit)  
结构效应

. (4)

从等式(4)可以看到,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可能由共同趋势效应造成,即λit 的变化。

例如,当一个经济冲击影响所有或绝大多数企业时,那么这个冲击可能会造成λit 的变化,

从而影响λt ;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也可能由结构效应造成,即Cov(ωit,λit)的变化。当

企业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以某种特定形式变化,使得它们的协方差减小时,加

总劳动收入份额也会相应下降。例如,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且不

断扩大市场规模,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的反向变化,使ΔNtCov(ωit,λit)<0,从

而造成λt 下降。

在不考虑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情况下,我们进一步将结构效应分解成以下三个

部分:

ΔCov(ωit,λit)=Cov(ωi,t-1,Δλit)+Cov(Δωit,λi,t-1)+Cov(Δωit,Δλit), (5)

因此由结构效应引致的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情形。

(1)Cov(ωi,t-1,Δλit)<0:“大玩家”情境。初始市场份额ωi,t-1 可能和企业的个体劳

动收入份额变化Δλit 负相关。例如,考虑在行业内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企业,它们更有能

力调整资本 劳动比,在保持产出不变的条件下使用更多的机器设备,投入更少的劳动,从

而降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在计算加总劳动收入份额时,因为“大玩家”企业占据较大的

市场份额,被分配更高的权重,所以“大玩家”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可能会带来加

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2)Cov(Δωit,λi,t-1)<0:“超级明星”情境。企业初始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λi,t-1 可

能和市场份额变化Δωit 负相关。例如,考虑一类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

企业,假设其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具有市场势力。由于分配给该类企业的权重不断增大,

因此在计算加权劳动收入份额时,这部分“超级明星”企业的崛起会带来加总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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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v(Δωit,Δλit)<0:“明日之星”情境。企业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Δλit 可能

和该企业的市场份额变化Δωit 负相关。例如,考虑经历过正向技术冲击或者享受特殊政

策优惠的一类企业,它们可能在市场规模快速成长的同时,降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这部

分“明日之星”企业的出现带来Cov(Δωit,Δλit)<0,从而降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和市场份

额的联合分布项Cov(ωit,λit),加总劳动收入份额λt 也随之相应下降。

将等式(4)和等式(5)的协方差分解形式对应到求和加总形式:

Δλit=Δλit+Σ{(ωit-1-ωit-1)λit-λit-1-(λit-λit-1)[ ] }+

Σ{ωit-ωit-1-(ωit-ωit-1)[ ] (λit-1-λit-1)}+

Σ{ωit-ωit-1-(ωit-ωit-1)[ ] λit-λit-1-(λit-λit-1)[ ] }, (6)

其中,等式(6)右边的第二至四项分别对应“大玩家”、“超级明星”和“明日之星”情形。我

们将在第五部分给出各年份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年度及累计变化,以及各结构变化的具体

数值。

四、数据和变量衡量

本文主要使用由国家统计局收集整理的中国1998—2007年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下文简称工企库)。① 工企库中包含丰富的企业基本信息和财务指

标,是被学界广泛使用的大型微观数据库之一。我们通过等式(7)计算t年份的加总劳动

收入份额:

λt=
WtLt

VAt
, (7)

其中WtLt 和VAt 分别表示t年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投入成本和增加值总和。因为分子

和分母均为当年名义值,所以测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不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使用

工资总额衡量劳动投入成本,使用企业工资总额、营业利润、折旧与生产税的总和计算收

入法增加值。② 根据同样的衡量方式可以计算出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公式为:

λit=
应付工资总额it

应付工资总额it+营业利润it+本年折旧it+应交增值税it+生产税金及附加it
.

(8)

我们在附录Ⅰ中展示了详细的样本筛选条件和描述性统计结果。③ 本文的最终样本

包含1518794条企业 年份观测值。

本文还使用2008—2016年中国税收调查数据(下文简称税调数据)进一步分析2008

①

②

③

因为2008—2010年工企库缺少工资这一核心变量,所以这三个年份的数据无法使用;为了统计数据的连续

性,我们未使用2011—2013年的数据。
增加值的计算主要有收入法和生产法两种,工企库中自行统计的增加值是根据生产法计算的增加值(钱震杰

和朱晓冬,2013)。虽然基于不同增加值计算方法得出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一致,但是具体数值仍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本文使用企业自汇报增加值(2004年使用生产法增加值填补)计算出的劳动收入份额作为稳健性检验。限于文章

篇幅,相关结果备索。
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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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微观基础。该数据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收集,

覆盖了所有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包含丰富的企业财务和税务指标。税调数据的抽样企

业贡献了超过75%的全国增值税收入,具有全国代表性(Chenetal.,2023)。我们剔除了

不符合会计准则或关键变量缺失的观测值。为了与工企库数据对应,我们将税调数据样

本限制在制造业行业,但包含大中小微不同规模的企业。我们将在第五部分第四节展示

基于税调数据分析的结果。

五、劳动收入份额:宏观趋势和微观再分配

(一)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结构效应主导

等式(4)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可由共同趋势效应和结构效应解释。图1展示了

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和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可以

发现,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和平均水平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存在显著区别,且在1998—

2003年间尤为明显。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在1998—2007年间下降约3.1个百分点;加总劳

动收入份额下降约7.6个百分点,为个体水平值变化的2.5倍。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即

1998—2001年间,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几乎没有变化(下降幅度约为1.1个百分点),而加总

劳动收入份额却出现大幅下滑(降幅约为3.3个百分点)。加入 WTO之后的两年内,加总

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大幅下滑,下降约3.1个百分点。加入 WTO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可

能通过降低资本品成本、技术引进成本和中间投入品价格,造成企业减少劳动投入,从而

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余淼杰和梁中华,2014)。图1的结果表明:对于1998—2007年中国制

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共同趋势效应存在一定作用,结构效应占主导地位。

图1 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和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1998—2007年)

  注:该图给出1998—2007年的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实线,左轴)和企业层面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

(虚线,右轴)的动态变化:三角形虚线给出的是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位数,该中位数由49%—51%分位子样本的观

测值简单平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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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效应: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再分配

宏观加总和微观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显著差异显示出结构效应的重要性。这意

味着,市场份额ωit 和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λit 的联合分布变化ΔCov(ωit,λit)是加总劳

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来源。我们将企业按劳动收入份额从0至1.4分为14组,分别计

算每一年各组企业的增加值和企业数量总和占当年所有组别企业对应指标总和的比例。

考虑到行业之间存在特定的差异性,我们首先在每个行业内计算,再以行业的工业增加值

占比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整个制造业部门工业增加值和企业数量对应的劳动收

入份额分布。

图2分别给出1998年和2007年中国制造业部门不同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的数量和市

场份额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在不同劳动收入份额组别上,企业的相对数量在1998年

和2007年之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绝大多数企业集中分布在0.1—0.5劳动收入份额组别

中。虽然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的相对数量没有明显增加,但是其所占的市场份额在样本

期间快速增长。1998年中国制造业部门绝大多数的增加值由中低劳动收入份额(0—0.4)

企业产出,随着经济活动逐渐转向低劳动收入份额范畴,到2007年,超过半数(52%)的

增加值产出来自低劳动收入份额(0—0.2)企业。少数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能够产出部

门大部分增加值的现象意味着,市场份额再分配至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是宏观加总劳

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一个关键特征。图2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

入份额下降主要是由结构效应引起,即企业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的协方差下降,

ΔCovωit,λit( ) <0。

图2 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变化(1998年、2007年)

  注:该图分别给出中国制造业部门1998年和2007年企业数量、市场份额(增加值)相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分布。为

了控制行业间特定差异,我们先在中国行业分类标准(CICS)两位码行业内分别计算,再根据当年行业间增加值占比加

权平均到每一个劳动收入份额组内。附图A1给出1998—2007年整个样本期内的动态分布。

(三)劳动收入份额与市场份额:“大玩家”、“超级明星”,抑或“明日之星”

在理论框架部分,我们将结构效应 ΔCov(λit,ωit)进一步分解为:“大玩家”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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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ωi,t-1,Δλit))、“超级明星”情境 (Cov(Δωit,λi,t-1))和“明日之星”情境 (Cov(Δωit,

Δλit))。这三种情境均可能造成负向的结构效应。在这一节,我们将使用详细的数据来验

证具体是哪一种(几种)情境能够解释结构效应。

根据求和加总形式的等式(6),我们在图3中分别给出加总劳动收入份额、未加权个

体劳动收入份额平均和对应三种情境指标的年度和累计变化情况。结果显示:(1)“明日

之星”企业是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驱动因

素。从累计变动程度来看,“明日之星”企业对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贡献甚至超过了

加总劳动收入份额自身的变化;从具体数值上来看,“明日之星”企业导致1998—2007年

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累计下降1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如果不存在“明日之星”

企业,那么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将从2007年的0.23增加到0.34(基于平衡面板的结果);

(2)“大玩家”和“超级明星”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在1998—

2007年间提升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5个百分点左右;(3)共同趋势效应对加总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的贡献随时间逐渐减弱。从累计数值上来看,共同趋势效应仅导致样本期间加总

劳动收入份额2.4个百分点的下降。

图3 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分解(1998—2007年)

  注:该图给出等式(6)对应指标变化情况。图例由左至右依次表示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年度和累计变化Δλt ,个体劳

动收入份额年度和累计变化Δλt ,以及三种情境指标的年度和累计变化,即“大玩家”:Σ{(ωit-1-ωit-1)[λit-λit-1-

(λit-λit-1)]},“超级明星”:Σ{ωit-ωit-1-(ωit-ωit-1)[ ] (λit-1-λit-1)}和“明日之星”:Σ{[ωit-ωit-1-(ωit-

ωit-1)][λit-λit-1-(λit-λit-1)]}。所有的数值均基于平衡面板数据计算得出。

此外,在附录Ⅱ中,我们基于反事实分析法,通过排除“大玩家”和“超级明星”情境的

存在,进一步验证了“明日之星”企业对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导作用。

(四)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2008—2016年

基于2008—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我们发现结构效应仍是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

收入份额变化的主导因素。我们首先呈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制造业加总和个

体平均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从图4可以看出,与现有文献一致,个体劳动收入份额

在2008年之后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然而,加总劳动收入份额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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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入份额的趋势,尤其是在2008—2010年间和2012—2016年间,加总劳动收入份额

出现明显大幅下降。加总值即使在2010—2012年间增加,其变化幅度也明显大于个体平

均值变化幅度。加总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不同的变化趋势表明,结构效应在2008年

之后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图4 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和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2008—2016年)

  注:使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该图给出2008—2016年的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实线,左轴)和企业层

面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虚线,右轴)的动态变化:三角形虚线给出的是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位数,该中位数由

49%—51%分位的子样本观测值简单平均得到。

接着我们分别给出2008年和2016年中国制造业部门不同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的数量、

劳动投入和市场份额的分布情况。从图5可知,相较于2008年,201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

数量和劳动投入相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分布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仅表现出劳动投入从中等

劳动收入份额向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略微转移的特征。然而,增加值的分布在2008—

2016年间出现了较大变化,具体表现为增加值逐渐集中在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小于0.1的企业在2008年产出整个制造业约22%的增加值,在2016年,该占比约

为31%,增长9个百分点。这说明在2008—2016年间,中国制造业也表现出市场份额转

移至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的动态特征。

最后,在附录Ⅲ中,我们基于等式(6)对2008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

化进行分解,发现“明日之星”企业是唯一造成加总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反向变化的原因。

使用税调数据,我们对2008—2016年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分析得出的结论,与

基于工企库1998—2007分析的结论一致:结构效应主导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明日之

星”企业是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量。因此,微观企业的个体劳

动收入份额 市场份额动态变化规律对宏观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机制是持续存

在的,且适用于不同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这进一步体现了本文研究视角的现实意义

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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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企业数量、劳动投入及增加值分布(2008年、2016年)

  注:使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该图给出中国制造业部门2008年和2016年企业数量、劳动投入(员工数)及增加值相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分布。为了控制行业间特定差异,我们先在中国行业分类标准(CICS)两位码行业内分别计算,再根

据当年行业间增加值占比加权平均到每一个劳动收入份额组内。

六、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国有企业的角色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将企业分为国有、私营和外资三种类型并开展异质性分析,初
步探究不同性质企业对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接着,我们分别在每

类企业内部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分解为四种效应,并结合市场份额动态全面量化国有和

私营企业对制造业部门的影响。



第1期 张俊森等: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微观视角剖析 253  

(一)异质性: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

根据实收资本中各类型资本比例,我们将企业划分为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并在每

种类型企业的子样本内分别计算加总和个体劳动收入份额。我们在图6分别展示了国

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各子样本加总和个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动态变化,主要有两点发

现:(1)国有和私营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均出现明显下降,且国有部门最显著。在1998—

2007年间,国有企业平均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约10个百分点,而其加总劳动收入份额

降幅高达15个百分点,约为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幅度的1.5倍,共同趋势效应起主要作

用,结构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私营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也表现出与个体劳动收入份

额明显不同的下降趋势:加总水平值从1998年的0.33下降至2007年的0.27,而个体水平

值10年间仅下降约0.02,结构效应在私营部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与国有和私

营企业显示的趋势相反,外资企业无论在个体劳动收入份额还是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方

面均表现出轻微上升趋势,且两者变化趋势相似。国有部门企业为何会表现出加总和个

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偏离? 国企改制可能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在附录Ⅳ中对此展开进一

步的讨论,并从存续、转型和新进入国企视角深入地探讨国有部门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动态。

图6 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加总与个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1998—2007年)

  注:我们将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占比超过0.5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若企业在样本期初或期末被定义为国有企

业,我们便将该企业自始至终划分在国有企业组别);将外资占比超过0.25且国有资本占比不超过0.5的企业定义为外

资企业;其他企业被定义为私营企业。实线、短虚线和长虚线分别表示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个体劳动收入份额中位数

(49—51百分位平均值)和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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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发现,同时结合附图A2展示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在制造业部门增加值产出上

的重要性,我们初步推断国有和私营企业在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

(二)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国有企业重要角色

既然国有和私营企业分别表现出与整体制造业企业类似的变化趋势,那么其在中国

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中具体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这一节,我们通过进一步

的分解,深入量化分析国有和私营企业对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根据等式(2),我们将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分解为三个部分:

λt=ωsoe,tλsoe,t+ωpe,tλpe,t+ωfe,tλfe,t, (9)

其中,ωsoe,t ,ωpe,t 和ωfe,t 分别表示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在t时期的市场份额,λsoe,t ,λpe,t

和λfe,t 对应表示三种类型企业的个体劳动收入份额。

从国有、私营和外资三类企业视角,我们发现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

自“组内”而非“组间”变化(附图A3和附图A4)。根据该结论,我们假设国有、私营和外资

三种类型企业之间市场份额的变化不会系统性地影响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因此,

我们通过等式(10)近似计算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Δλt ≈Σk[ωktΔλkt]=Σk[ωkt Δλkt+Bigkt+Superkt+Risingkt( ) ], (10)

其中,k=soe,pe,fe。我们先在每种类型企业内部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化(Δλkt )分解为四

种效应:共同趋势(Δλkt )、“大玩家”(Bigkt )、“超级明星”(Superkt )和“明日之星”

(Risingkt ),然后再结合各类型企业市场份额(ωkt )总体情况,对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进行全面的量化分析。

基于等式(6),图7上半部分分别呈现了国有和私营企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累计变化

的分解。可以看出:(1)“明日之星”企业依旧是推动国有和私营企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最重要的因素,且在私营部门中,“明日之星”的相对作用更为凸显。(2)在私营企业中,

“大玩家”企业对缓解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起重要作用,“超级明星”企业的缓解作用相

对较小。在国有企业中,虽然“大玩家”和“超级明星”企业均对1998—2007年间加总劳动

收入份额下降起反向拉升作用,但影响十分有限。(3)在样本期内,国有企业加总劳动收

入份额累计下降幅度约为私营企业的3倍,这说明国有企业显著贡献了中国制造业加总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我们将在下文结合市场份额动态进一步证明此结论。

根据等式(10),我们在图7的下半部分展示了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更细致的分

解。结果显示:(1)国有企业是中国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贡献者。1998—

2007年间,国有企业为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贡献了约6.4个百分点,而同时

期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仅下降约7.7个百分点(平衡面板);国有部门中“明日之星”

企业贡献了62.2%(0.0478/0.0769)的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2)私营企业贡

献了加总劳动收入份额29.3%(0.0225/0.0769)的变化,对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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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也起到重要作用。其中,私营部门“明日之星”企业的影响效应堪比国有部门的“明

日之星”企业,而私营部门“大玩家”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明日之星”带来的负向结

构效应,从而造成了私营部门对整体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相对较小的

贡献。

图7 国有、私营与整体制造业企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分解(1998—2007年)

  注:该图上半部分基于国有和私营企业样本,分别给出等式(6)各对应指标变化情况。下半部分展示出基于等式

(10)的分解结果。所有的数值均基于平衡面板数据计算得出。

针对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分析结果表明:国有和私营企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微

观动态机制,与全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微观基础相似。在国有和私营企业样本中,

“明日之星”企业依旧是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要因素。“明日之星”的主导效应和

“大玩家”的反向作用,在私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最后,我们发现国有企业显著贡献

了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加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国有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解释了超过80%的制造业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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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策含义和研究局限

要素收入分配是重大的政策议题,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劳

动收入份额下降会造成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从而扩大收入不平等;社会消费需求能力

下降,从而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深入研究劳动收入份额

变化,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现实意义:第一,厘清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微观影响机制,有

助于为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第二,中国“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

需体系”,“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劳动收入份额

过低会制约居民消费需求,因此需要政策调整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本文的研究为此提供了

理论基础。因此,一方面,本文从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影响机制和逻辑分析了

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另一方面,本文的结论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

间的矛盾、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我们的研究目的并不在于分析引起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背后的具体因素并

进行因果推断,而是为理解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提供一个微观动态层面的研究视角。然而,

我们的研究和结论仍旧存在一些限制,值得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1)近20年,中国服务

业部门出现较快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4年的41.2%增长至2023年的

54.6%,且第三产业部门覆盖了中国近一半的就业人员。① 我们的研究只聚焦于制造业部

门,因此无法观测到中国整体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特征并对其解析。从企业微观视

角对第三产业内部或整体三次产业进行分析将会提供更丰富的政策含义。(2)国有企业

影响加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具体机制是什么,以及国企改革是否对中国制造业加总劳

动收入份额变化存在因果效应,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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